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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价值创造：研究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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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新一代数字化技术的组合触发企业价值创造各环节发生改

变，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创造逻辑，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特征和实现

机制等展开系统性的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比了传统价值创造与数字价值创造，界定

了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概念内涵，并厘清其特征表现；其次，系统地归纳了数字

化转型对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维度的影响，深入探讨数字价值创造的变革机制；再次，系统地梳

理了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实现方式和影响效应；最后，构建了数字化转型

下数字价值创造的研究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扩展了价值创造的内涵和研究情境，

有助于促进数字价值创造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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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掀起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认知革命与产业革命（Porter和Heppelmann，201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确

认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之后的第七种生产要素，这也意味着数据成为企业

生存发展构建竞争优势必不可缺的资源（孙新波等，2019，2020）。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通过信息、计

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组合触发企业战略、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组织方式等经济活动的各

个环节发生改变，改进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黄群慧等，2019；Vial，2019），从而彻底颠覆传统

价值创造的范式（Amit和Han，2017；Vial，2019），诸如青岛酷特智能在数字化转型的探索道路

中通过数据赋能完成企业战略变革、组织变革、商业模式变革和运营变革等，在服装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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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领域摸索出一条独特的自主创新道路，为企业实现持续的数字价值创造（孙新波等，2019）。
因此，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新的数字价值创造范式已成为政府、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现有理论研究尚未对数字价值创造内容和机制的变化展开系统性的深入探索，价值创造

的相关研究普遍聚焦于传统情境及互联网情境下的价值创造，将价值创造理解为企业创造价

值的行为活动（Amit和Zott，2001；Lepak等，2007；Demil和Lecocq，2010）。事实上新一代数字技

术已经在属性上实现了对传统互联网技术的拓展与延伸，并从更加纵深和广泛的社会层次影

响和重塑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和机制（Kohli和Melville，2019；Nambisan等，2018），拓展价值创

造理论的适用情境和边界。一方面，虽然学界在战略与营销领域加强了对价值共创的关注，对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的价值创造亦有所启发（Sklyar等，2019），但价值共创更加强调以用户

为中心，价值创造主体之间的资源互动和服务交换（Chandler和Vargo，2011；Vargo和Lusch，
2016），对企业价值创造来源、微观组织活动和价值创造能力关注不足，无法解释数字化转型情

境下微观层次的价值创造行为。

另一方面，有学者开始尝试从理论视角解释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如Ami和Han（2017）指
出数字时代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企业的数字化大大降低了信息

不对称和摩擦程度，扩大了资源配置范围，提出以系统为基础、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新范式，从

而补充传统以企业为基础、以价值捕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范式（Sirmon等，2011；Zott等，2017）；
Zeng和Glaister（2018）探讨企业如何管理内部数据网络和外部开放的数据网络实现价值创造，

以及为什么公司在利用大数据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存在差异；金帆（2014）综述了云经济时代产

业组织的价值创造机制；谢卫红等（2020）结合数字经济的特征，提出效率型、融合型、生成型三

种数字化创新的价值创造方式。上述研究虽然为理解数字价值创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基础，但

是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数字价值创造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创造范式，尚未形成其系统化的、独

特化的概念体系，研究有必要关注和拓展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价值创造本质，剖析企业价值创

造内容和机制的变化。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数字化转型对数字价

值创造的核心维度有何影响？影响数字价值创造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实现数字价值创造？数字

价值创造过程中有什么影响效应？这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关于数字化转型下

数字价值创造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分析。首先，结合数字化转型情境和传统价值创造理论，对

传统价值创造与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价值创造逻辑、主体、关系等进行对比，提出数字化转型下

数字价值创造的概念内涵和特征。其次，系统归纳出数字化转型对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维度的影

响，深化数字价值创造的变革机制。接着，归纳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实现方

式和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影响效应。最后，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并基于数字化转型情境下

数字价值创造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研究议题。本研究深化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价值创

造的相关研究，对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可持续的数字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二、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与特征

（一）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

1. 价值创造的发展及演化

价值创造研究源于学者对企业价值及其管理问题的关注，它是指企业旨在满足目标客户

需要的生产、供应等一系列业务活动及其成本结构。价值创造最早提出于财务管理领域，研究

集中在企业财务资本对价值创造的作用，认为资本投入的回报超过其本身就是所谓的价值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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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Modiglian和Miller，1959）。20世纪80年代后，价值创造研究上升到战略层面，开始关注企业

的非财务因素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一方面，围绕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概念解释企业通过

设计、生产、销售、发送等向用户交付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创造价值，获取企业竞争优

势（Porter，1985）；另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探讨企业通过独特的战略性资源（Wernerfelt，1984）、
能力、知识（Grant，1996）等创造价值，揭示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营销学者们逐渐关注行为主体在价值创造中的角色和作用，意识到顾客

作为潜在资源和共同生产者可以参与企业的生产服务活动中，提出了价值共创的概念（Vargo
和Lusch，2008）。价值共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它突破了企业主导

的传统价值创造观点，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各价值创造主体通过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的互动共

同创造价值（Vargo和Lusch，2016）。
虽然学者们对价值创造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说价值创造强调四个方面：

（1）价值创造的来源，即企业利用何种资源、要素开展价值创造活动。（2）价值创造的参与主体，

即谁参与价值创造，包括顾客、消费者、企业及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3）价值创造的过程，

即企业领导者如何改变自身认知调整公司战略、业务运营、产品和流程的转型、商业模式和组

织架构，利用资源和能力等创造价值的过程（Vial，2019；孙新波等，2019）。（4）价值创造的目标

结果，包括满足目标客户需求、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主张、获取利润和实现价值增值等。

2.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概念界定

数字化转型强调企业使用新的数字技术组合，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

术，触发企业战略、商业模式、业务运营和组织架构等属性的重大改变来改进实体价值创造的

过程，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Hess，2016；Vial，2019；Verhoef等，2021）。本研究结合数字化

转型的内涵以及价值创造所包含的价值创造来源、价值创造主体、价值创造过程及结果，将数

字化转型情境下的数字价值创造定义为：通过数据技术、数据资源等的组合利用，触发企业设

计、研发、生产、运营、管理等价值创造各环节的改变，企业联合价值生态圈中的用户、供应商、

服务商等利益相关者共创价值，从而帮助企业利用现有的核心能力或开发新的能力来满足用

户需求进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与传统价值创造核心特征的对比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一种特殊类型的战略变革（Warner和Wäger，2019），其通过数字技术的

使用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价值创造范式（Vial，2019），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主体、资源基础

和赋权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为数字价值创造带来了全新的底层逻辑。

从价值创造逻辑和价值创造主体来看，企业价值创造逻辑从产品主导逻辑转向服务主导

逻辑再到服务生态系统的思想，传统价值创造基于产品主导逻辑提出企业是价值的创造者，顾

客是价值消耗者；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将顾客视为价值创造者，企业是价值创造的支持者，企

业与顾客积极互动共创价值（Vargo和Lusch，2008；简兆权等，2016；姜尚荣等，2020）。数字化转

型情境下，价值共创范围转为更为广泛的生态系统，企业价值创造的主体转为企业、顾客、利益

相关者等整个生态圈中的主体（Vargo和Lusch，2016），价值创造的宗旨不再以满足股东利益为

核心，而是通过高度整合多方主体共创价值来协调性地满足以顾客、员工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

者共同构成的生态圈的整合性需求（金帆，2014）。
从资源视角来看，工业时代，传统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是企业价值创

造、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价值创造的资源基础，新一代数

字技术改变了资源的本质属性、价值特征和价值创造方式（赵振和彭毫，2018），丰裕、共享和动

态的数据资源通过新的资源编排方式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创造范式，从而成为企业新的重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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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资源（Amit和Han，2017；肖静华，2020）。
从价值创造的赋权机制来看，传统产品导向的企业更多追求规模经济，相对忽视顾客的个

性化需求，表现为企业主导的单维度静态的价值创造。DT时代的到来，企业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数字化程度更高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提升效率，更通过

“使能”创新为企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陈剑等，2020；孙新波等，2020），同时需要

不断部署和开发新的动态能力，来感知和捕获出现的机会（Teece和Linden，2017），从而提升企

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

从价值创造的体验程度来看，工业时代更加聚焦于产品价格与成本关系，企业和消费者处

于分离状态，难以实现信息的实时交互；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及时、连续、细化和完整的信息结

构实现了企业与用户之间信息的双向流动，用户体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肖静华，

2020）。传统价值创造与数字化转型下的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特征比较如表1所示。
 

表 1    传统价值创造与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特征的比较

传统价值创造 数字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逻辑 产品主导逻辑（GDL） 服务生态系统思想（SE）
价值创造的资源 传统要素资源 数据资源主导
价值创造的赋权机制 企业控制 数据赋能、使能

价值创造主体 企业主导
企业、顾客、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等整个生态圈
的主体

价值创造主体关系 企业到消费者单向传递价值
企业、顾客、利益相关者等整个生态圈中的多主
体动态互动，价值共创

价值创造主体融入程度 消费者和企业分离 高度整合的多方融入
价值创造的体验 强调产品 强调用户体验
　　资料来源：根据孙新波等（2019）、肖静华（2020）、Vial（2019）、朱良杰等（2017）、简兆权等（2016）、金
帆（2014）、Vargo等（2004）等相关文献整理。
 
 

三、  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创造核心维度的影响

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价值创造逻辑从产品主导转向服务生态系统思想，企业创造何

种产品或服务取决于企业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主张，在服务生态系统的视域下，价值创造的源

泉是持续迭代的用户需求，价值主张不再是一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企业信念，而是更加强调

利用数字化技术激活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动态性与交互性（Taylor等，2019），企业构建数字互联

产品建立动态捕获用户需求的机会窗口，通过不断与用户进行交互和反馈，为其创造超越交换

和使用价值的体验价值，并且为业务模式的数字化调整提供迭代基础（Porter和Heppelmann，
2015）。在这一情境下，企业与一切利益相关者基于数据资源的可访问属性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柔性价值网络，通过数据的流通、共享和再生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用户也能够利

用网络平台中的共享资源实现创意资源的转化反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Cenamor等，2019）。同
时，数字化转型给价值供应渠道带来了破坏性变化，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职能和不同地区的企

业和个体形成错综复杂的数字供应环，形成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协同共创的价值供应渠道，极大

地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Karimi-Alaghehband和Rivard，2019）。此外，组织作为价值创造实现的

核心载体，企业想要在数字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使用数字技术来改变维持传统竞争力的

价值创造路径。为此目的，它们必须实施结构性改革，并克服阻碍其转型努力的障碍，组织创新

活动的开展开始依赖于灵活性的组织结构和协调性的内部策略的相互支持（Vial，2019），组织

创新的边界也逐渐被打破，从传统关注员工内部创造力的转化而趋向关注外部分布式、边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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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创新与内部员工模块化知识创新的跨界整合。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触发企业传统的价值创造范式发生的变化与要求具体体现为：

以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动态性和交互性价值主张变化为始，同时触发价值网络、价值供应渠

道以及价值实现所依托的组织载体形态的变革，因此，本研究将数字价值创造的核心维度分为

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供应渠道以及价值实现的组织载体四大核心维度，并对传统价值创

造与数字化转型下的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维度进行对比（如表2所示）。
 

表 2    传统价值创造与数字价值创造核心维度的比较

核心
维度

传统价值创造 数字价值创造

价值
主张

●面向顾客的价值主张
●单向流动、静态的价值主张
●强调与用户的交换价值和用户对
产品的使用价值

●面向生态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
●数据驱动的多方互动、动态更新的价值主张
●通过数字互联产品动态捕捉需求信息，涵盖随时间推移客
户对产品认知、情感、社交和感官体验价值全流程响应

价值
网络

●依托价值链各环节互补的要素资
源构建的共创型价值链
●多与资源补充者共同构建
●单维链式结构

●依托网络中可共享流通的数据资源形成共创、共享和共生
的动态、松散耦合的生态网络
●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
●多维立体的网状结构

价值供
应渠道

●依赖信息的设计平衡客户需求、原
材料、零件和制成品供应
●“单向管理”价值供应渠道各企业
●运营效率低下，关键资源的浪费和
库存支出几乎遍及每个垂直行业

●面向用户需求的基于合作伙伴间运营信息与战略信息共
享对称性的快速响应和精准供应
●“多维治理”价值供应渠道各企业
●运营绩效较高，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库存水平的降低以及
产量的提高

价值实
现的组
织
载体

●传统科层制组织架构
●员工依赖于组织
●强耦合关系保证下的“他组织”
●具有明显的创新边界，创新活动依
赖于内部员工知识的创造和转化

●离散稳定且灵活多变的组织架构
●组织依赖于以员工为核心的内部动态协作网络
●弱耦合关系保障下的“自组织”
●无明显创新边界，内部模块化创新与外部分布式、开放式
创新社区等知识的创新性组合

　　资料来源：根据Taylor等（2019）、Cenamor等（2017）、孙新波等（2019）、Vial（2019）和Nambisan等
（2018）等相关文献整理。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主张的影响

早期价值主张体现企业向客户单向提供的可交付价值，价值主张的构建没有客户的直接

参与。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价值主张基于服务生态系统思想，将服务体验作为价值主张的

一部分，强调用户不再是价值消耗者，而是作为价值共创者参与到企业的研发、设计等价值创

造各环节中，企业通过利用大数据深度分析能力识别并挖掘出潜在的动态用户需求，进而明确

企业价值主张，从而优化盈利和运营模式来协调满足生态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

（Gimpel等，2018）。
其次，企业价值创造参与者认识到彼此之间是资源互补、协同共生，而不是竞争对立、零和

博弈的，因而价值主张更加强调互惠，呈现数据驱动的多主体利益攸关方互动、动态更新的价

值主张（Antonopoulou和Begkos，2020；Ballantyne等，2011）。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信

息不对称，分布式信息结构和共享式网络平台提供了企业内外高度协同的实时信息交互（肖静

华，2020），企业可以从不同渠道收集大量的关于市场环境、消费者和社会环境的信息，通过对

非结构化的信息数据处理实时洞察和感知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并收集他们与产品和服务的

交互数据，从而不断更新价值主张以匹配外部需求（Porter和Heppelmann，2015），以使企业持

续保持竞争优势获取价值（Barrett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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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网络的影响

传统价值创造模式基于单一、线性的价值链，通过与价值链中互补资源提供者建立连接，

实现“研发—生产—营销”式的线性价值创造（Porter，1997）。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依托数字

技术使得价值创造流程逐渐趋于非线性化，多维、复杂、动态的价值网络解构传统的价值链，价

值网强调以顾客价值为核心，通过数字技术动态连接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成员遵循共同

的合作机制，利用互补的资源和能力共创价值和传递价值，形成共建、共生和共享的动态、松散

耦合的生态网络（Pagani，2013；Lusch和Nambisan，2015）。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

源化，内部数据的平滑流动实现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实时互动，重塑内部、外部各个主体

间的关系（胡京波等，2018），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柔性化、互动性与双向性，

这为形成价值网络、实行平台战略及进一步建立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价值链理论

注重竞争，而价值网络理论认为合作和竞争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强调利益相关者的重

要性，数据在各个主体间所形成的关系网中流动，使各个主体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企业

通过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及时掌握环境中的各种变化，通过聚集成员之间的优势资源实现价

值共创的“多赢局面”（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供应渠道的影响

传统企业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实现通过“供应商—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这种

单向垂直供应结构进行，这种以“生产效率和生产力”为核心的价值供应模式存在协同效率差，

极大的资源浪费及库存问题，难以满足快速产品开发、分布式敏捷生产和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的

需要（Waller等，2012）。数字技术监控、分析和调节从需求产生、产品设计到采购、制造、订单、

物流以及协同全过程，实现了企业间整体数据和信息可视化以及管理决策的柔性灵活，为企业

价值渠道再设计带来机遇与挑战（Eling和Lehmann，2018）。其一，价值渠道逻辑转变。企业基于

数字化技术收集、分析和共享消费端实时数据、刻画消费者行为与特征，从而推进企业构建面

向用户需求的、基于合作伙伴间运营信息与战略信息共享对称性的快速响应和精准供应的价

值渠道，极大地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及企业运营绩效（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其二，价值渠道结

构变革。数字化技术强化了企业与产品、消费者和其他节点企业之间连接程度、频度与复杂程

度，实现了跨企业、跨组织、跨产业间的综合规划与设计，推动企业间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共

生，价值渠道结构由传统“链式”结构向松散耦合的“网式”结构进化，从“中心化”向“去中心化”
转变，形成企业多元多边、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其三，价值渠道管理创新。与传统价值渠道相

比，数字化情境下的价值渠道呈现全数据、全渠道、全节点系统互联的特征，使价值渠道管理与

协调的难度与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单个企业，价值渠道各企业间运行机制焦点由“单向管

理”演变为“多维治理”。
（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实现的组织载体影响

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价值，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组织大多采取科层制组织结构保

障企业的效率，通过权威的层级关系实现对员工的管控，且受限于时空约束，实体型企业组织

呈现封闭式、有边界的特点（李海舰和李燕，2019；肖静华，2020）。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新一代数

字技术的利用带来的万物互联使得信息结构呈现及时、连续、细化和完整的特征，极大地降低

了企业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的程度，增强企业资源的可得性和灵活性，从而赋予组织形态演化

的新动力、新形式与新方式。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组织形态呈现一种随外部环境动态改变的极致扁平化、网状化、无边

界的结构特征，扩大了组织中“人”的协同作用和价值，员工的内部创业、跨部门沟通协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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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型领导力的培育似乎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组织适应性变革的常态活动，众多企业开

始“让听得见炮火声的人做及时决策”，寻求向敏捷性组织转型，这类组织既具有传统工业组织

的稳定性，也具有现代网络型组织的灵活性，既能够为组织成员实现快速标准化和工具化赋

能，也能够面向市场精准灵活地提供定制化的产品或服务（李平等，2019；戚聿东和肖旭，

2020）。从企业和员工的关系来看，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个体价值的崛起更加强调“赋能”而
不是“控制”，传统强耦合关系保证下的“他组织”逐渐转变为弱耦合关系保障下的“自组织”，借
助数据资源建立公平、公正和共享的组织机制充分赋能员工，实现“自组织、自驱动和自管理”。
从组织应对外部需求来看，组织中各节点通过数据流可以实现实时的互联互通，企业、员工和

利益相关者都是组织中的自由体基因，一旦有用户需求出现，便可实时进行信息交互，实现用

户与内部资源的高效协同，从而准确、快速、高效的响应用户需求（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随
着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和动态性，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敏捷组织（Eggers和
Park，2018；Saadatmand等，2019；Smith和Besharov，2019），形成敏锐的感知和响应商机以及应

对市场意外变化的能力，对于企业能否在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中创造利基市场至关重要（Kane
等，2015）。

四、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实现方式与影响效应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新一代数字化技术、数据资源更多地融入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为使

企业快速适应数字化转型中各个“新元素”的进入与“旧元素”的退出，必然会催生企业各方面

的管理适应性变革（吕鸿江，2016），诸如变革旧的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创新商业模式等，从而

改变企业赖以保持竞争力的价值创造途径，以此实现持续的数字价值创造。通过对文献的回

顾，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其次，从商业模式、平台战略、运营模式和组

织变革与数字价值创造实现四个方面研究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方式；最后，探讨

了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效应。

（一）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

1.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业竞争格局、用户需求等“破坏性

改变”驱动数字价值创造的发生和实现。从行业环境来看，行业竞争以及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

性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各环节。从数字技术来看，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价值创造的基石，技术进步与创新

赋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全球经济下科技成果的共享和创新降低了技术的使用成本，加强了

企业与用户、供应商、合作商等利益相关者的连接能力，可以有效减少运营成本、提高效率、创

新产品和服务（Verhoef等，2021）。从用户角度出发，用户个性化需求和数字化行为影响企业的

价值创造，企业借助新的媒体工具促成数据的生成、采集、应用和分析，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企

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频繁，数字化技术允许用户通过设计和定制产品来参与到企业的

价值创造活动中，共创价值（孙新波等，2019；肖静华等，2020）。
2.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阻碍因素

企业在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阻碍因素，从而影响组织的价值创造活动。其

一，组织惯例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之一，组织惯例指组织中多个行动

主体相互锁定、重复的、可识别的行动规则和行为模式（Vial，2019；刘意等，2020），其强烈的路

径依赖性可能对组织当下以及未来的活动产生核心刚性影响，比如柯达相机未及时向数字摄

影技术方向转型，曾经极具竞争优势的组织能力带来的核心刚性却成为企业数字价值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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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量。其二，制度性障碍，企业文化、组织价值观以组织合法性等这些制度性障碍扼杀数字

技术所带来的创新性和破坏性（Svahn等，2017），进而影响数字技术在数字价值创造中的核心

作用。其三，数字技术的引入改变员工的操作习惯、行为方式等招致员工的抵抗，加之企业战略

领导者缺乏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阻碍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和深度。

（二）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方式

1.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商业模式适应性变革和与数字价值创造实现

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传递和获取价值的基础架构，揭示企业如何创造和获取价值

（Amit和Zott，2001；Teece，2018）。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商业模式各元素在

与外部环境持续交互中不断更新，以此来增强自适应能力和开展价值创造活动，特别是价值主

张和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Bouwman等，2018）。商业模式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价值

主张，企业应从顾客价值主张出发，以顾客为中心开展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最终在实现顾客

价值的同时获取企业价值（钱雨等，2018）。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传统的价值主张产生了巨大

冲击，尤其是对于以价值主张为前提的商业模式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传统价值主张，

消费者的需求更加趋向多样化、碎片化、个性化和场景化。数字技术的并联性大大降低了企业

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实时互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连

接，企业可以实时捕获、分析消费者的数据，从而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及时校准价值主张，

同时动态调整商业模式来匹配价值主张的实现（Ricciardi等，2016；钱雨等，2021），数字化转型

甚至允许企业通过修改现有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创造全新的价值，通过不断设计和更新价值

主张来实现跨边界市场机会的利用（Antonopoulou和Begkos，2020）。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现价值主张，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商业模式，而技术创新是商业模

式创新的动力源泉（朴庆秀等，2020），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现今商业模

式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潜力，有助于整合集体知识实现价值创造（Alberti-Alhtaybat等，2017；刘
洋等，2020）。技术与商业模式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其组成的企业核心创新系统内部作用机制

具有复杂性特征，两个要素通过非线性作用关系形成协同关联，逐渐达到良性共振耦合，共同

实现企业价值。

此外，数字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允许企业跨边界开展价值创造活动，企业重新审视消费者

及利益相关者在价值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运作模式，使价值链

各个环节以及各不同主体按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以及动态互动（易加斌和徐

迪，2018；孙新波等，2019），从而实现持续的数字价值创造。

2.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平台战略适应性变革与数字价值创造实现

企业的价值网络由传统的机械型链式结构转向数字化的生态型网络结构，并以此促发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平台战略适应性。平台和生态系统的出现显著改变了企业价值创

造的方式，将价值创造和资源获取范围拓宽至生态系统层次，并提出全新的企业间战略互动模

式（Lusch和Nambisan，2015）。一方面，新一代数字技术催生了企业平台战略的创新，赋能企业

依托平台架构链接具有互补资源、不同功能的群体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异质性、关系嵌

入性和互惠性的生态网络（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整合与

利用，从而建构起生态竞争优势（Alberti等，2017；Hein等，2019）。同时，数字平台消除了信息不

对称，数字技术带来的开放、透明和共享可以使合作伙伴实时感知消费者需求信息，实现消费

者数据在价值网络中的高效流通和利用（Nambisan等，2018；蔡莉等，2019），比如数字技术改

变了传统的供需关系，供应商可以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在快速高效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

有效化解供给过剩的问题（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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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平台组织者作为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可以帮助管理者通过整合内外部相关数

据做出正确的决策，数字平台的自生长性促使各个模块不断地修正、补充和扩展，促使公司更

快的成长与创新（Elia等，2020）。运用大数据平台的企业更倾向于形成集生产、研发、管理为一

体的管理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企业基于消费场景而非产品定义产业边界，通过对大数据、云计

算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在特定产业内打造垂直闭合产业链，夯实生态圈基础设施，构

建开放共享平台，形成多产业协同的生态圈，从而培育不同于传统核心竞争力的生态优势

（Parker等，2017）。
3.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运营模式适应性变革与数字价值创造实现

运营模式指企业在创造和传递价值过程中对采取的业务流程、组织设计以及商业活动参

与者进行管理，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借力于先进的技术手段或流程设计，创新运营管理模

式，增强企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应对复杂变化的能力，进而适应环境和其他主体协调发展。传

统运营模式由于企业数字化能力不强从而禁锢企业响应市场变化的感知度、灵敏度与行动力

（文嫮和韩笑，2014），企业数字化转型颠覆了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引发企业价值创造渠道各

节点对资源、结构、流程及价值观体系的重新设计与塑造（Delmond等，2016），通过数据驱动传

统的采购、库存管理、产品物流等运营决策实现了数据化、动态化和实时化，运营决策方法及流

程从线性、分阶段过程转为基于数据赋能的连续、实时、全局决策且允许信息反馈的非线性多

元关联模式（Karimi和Walter，2015；Karimi-Alaghehband和Rivard，2019），驱动企业运营流程向

智能化转变。企业运营流程在数字化、大数据技术赋能作用下展现出颠覆性的价值创新能力，

通过自感知、自维护、自嵌入机制，解决传统价值供应渠道下运营流程中存在的运营风险内隐、

生产任务多元复杂以及运营供应缺乏柔性三大问题，运营流程向智能化、敏捷化转变（孙新波

等，2019），从而快速高效的响应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Wijaya等，2020）。
同时，智能化的运营模式变革保障企业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大数据分析、信息化和智能

化等核心数字化能力不仅仅在于提升企业内部的运营效率，也推动企业融入一个数字化的价

值生态系统中，实现价值生态系统中全节点及全数据的打通模式，各节点之间实时互动、协同

整合资源，打破企业边界，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职能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和个体基于工业互联网

平台形成错综互杂的数字供应环，塑造了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价值场域，进而实现企业与

客户、供应商、合作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和博弈”（周文辉等，2018；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
4.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组织适应性变革与数字价值创造实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传统的价值实现方式发出了新的挑战，数字化转型下组织更加强调“唯
快不破”地调用内外部资源，以一种“自适应”的姿态响应外部市场需求的高频变化，众多企业

追求打造以敏捷性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希望通过敏捷组织来快速、稳定地为客户及企业利益相

关者创造价值。因此，学者们都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组织在受到外部干扰（如数字化或客户需求

改变）时，如何进行创新或调整优化，形成与外部环境、内部资源相适应的能力，从而变得更敏

捷（或完全向敏捷转变），以便在面临快速变化的“游戏规则”时创造价值（刘意等，2020）。在组

织结构方面，价值创造主导逻辑的改变使企业通常会组织单独的服务组织来增强其服务功能

的可靠性。许多企业通过创建面向客户的前端部门、后端产品和服务部门以及强大的决策和协

调战略中心来缓解产品和服务部门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Kowalkowski等，2017）。一些组织也

试图改变员工的工作方式，通过采用一种自管理的手段形成有目的的、分裂的、响应性强的工

作方式维持组织的灵活性（孙新波和李金柱，2020）。
在组织能力方面，研究强调了数字化技术、动态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数字

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感知、获取和重构资源的能力，组织敏捷性则是依赖于动态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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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Teece等，2016）；同时，研究强调了企业开发数字化能力实现企业与客户及利益相关者的

价值共创（Lenka等，2017；Annarelli等，2021）。在组织文化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求核心组织的文

化发生改变，数字文化正在成为组织价值观的一部分。企业战略制定必须基于以数字为导向的

企业文化，通过建立长期的数字愿景、企业家精神和数字思维使得组织意识到快速灵活的决策

对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Warner和Wäger，2019），同时组织结构和文化变

革赋予员工区别于传统角色的新职能角色，员工转变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在领导力研究方面，

强调了以首席数字官（CDO）为首的新领导角色的创造，新的领导的任务一方面在于如何更好

地促进数字化技术与组织目标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如何能够更好地协调资源为支持

员工创新创造最佳条件（Singh等，2020；Joiner，2019）。总体来看，组织结构、组织文化、领导角

色的变革等保障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

（三）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影响效应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存在“双刃剑”效应，既有可能提升组织敏捷性、增强企业

运营效率等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也可能存在数字技术共享、广泛使用中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安

全问题。从数字价值创造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来看，首先，数字技术带来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并联

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自动优化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增强了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

促进战略领导者的明智决策，加强了企业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Nambisan，2017；Warner和
Wäger，2019）。其次，数字技术与传统工厂设备的结合产生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工厂，通过优化

业务流程、运营模式、组织的快速响应以及消费个性化需求数据的获取，化解“大规模”和“个性

化”的悖论（张明超等，2018；孙新波等，2019）。再次，数据资源的共享增强了组织内外部的协作

能力，释放了个人客户作为价值创造资源的贡献者，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实

现新的数字价值创造（Amit和Han，2017），进而获取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Karimi和Walter，
2015）和增强组织创新能力等（Svahn等，2017）。从数字价值创造的消极影响来看，数字技术的

开放性一定程度上会揭露企业不良声誉、资本情况和失败经历等，从而阻碍企业价值创造所需

的资源获取，甚至会让竞争对手获取企业信息，侵犯企业隐私，带来法律纠纷等（蔡莉等，2019；
Vial，2019）。

五、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数字技术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增强了企业对于可访问资源的控制与共享，

用户需求的异质性、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以及组织交换、合并和整合资源的有效性均得

到跨越式提升，数字化转型彻底颠覆了传统价值创造的主导逻辑。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价

值创造的内容和机制发生了新的变革，数字化赋能的企业价值创造过程，正逐渐从价值链转移

到整个价值生态系统。本研究聚焦于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数字价值创造的问题，对数字化转

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和特征、核心维度、影响因素、实现方式和影响效应进行系统梳理，在

此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第一，明确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和特征。首先，在梳理传统价值创造发展及

演化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情境特征明确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内涵。其

次，研究从价值创造的逻辑、价值创造的赋权机制、价值创造的资源、价值创造的主体、主体关

系等各方面对比传统价值创造和数字价值创造，在此基础上明确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

创造的核心特征。

第二，指出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核心维度包括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供应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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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价值实现的组织载体四个方面，并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创造各维度的影响，深化数字价

值创造发生变革的机制认识。

第三，揭示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方式。指出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

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外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需求的改变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

求等驱动因素，以及组织惯例、制度约束障碍等约束力量；探索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商业模式、平

台战略、运营模式与组织适应性变革和数字价值创造的相关关系和影响机制。

第四，本文从优化领导者管理决策、增强机会识别与利用、企业敏捷性提升、运营效率提高

和企业绩效提升等方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影响效应，也反映了

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安全和隐私等方面潜在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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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研究框架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对于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未来需要针

对数字价值创造的研究空间和研究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一，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下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机制。

（1）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管理适应性变革与数字价值创造的过程机制。现有对数

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尽管有学者意识到数字化转

型情境下数字价值创造不仅仅受技术影响，还需要从商业模式、战略、运营模式、组织结构等方

面进行适应性变革（丁雪辰和柳卸林，2018；Vial，2019），但是对于数字价值创造的实现机制仍

然处于“黑箱”状态，未来有必要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深入挖掘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企业，促使企

业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进行适应性转型，增强企业在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应

对复杂冲突的变化能力，从而实现数字价值创造。

（2）从价值创造的资源出发，探索企业管理者如何操纵、管理数据资源实现数字价值创造，

打开“企业如何利用数据资源实现价值创造的黑匣子”，进一步扩展数字时代资源基础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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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的研究边界（Barney，1986；Sirmon等，2011；Amit和Han，2017）。传统

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对稀缺、有价值、不可替代和难以模仿的有形和无形资

产、资源和能力的组合和利用（Barney，1986），而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据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

重要资源，数据资源的可再生性、重复利用性和可获得性颠覆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观，企业创造

价值的关键不是数据资源本身，而是管理者如何操纵、编排资源增强数字价值创造的能力

（Amit和Han，2017；Zeng和Glaister，2018），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解释企业管理者如何通

过资源编排的方式实现数字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

（3）从价值创造主体出发，进一步探索不同层次、不同行为主体对数字价值创造的作用机

制。价值创造活动具有层次性，不同主体在数字价值创造中的角色和作用存在差异性（Lepak
等，2007），比如战略领导者的领导力类型会影响员工对其的认知、尊重和信任，从而影响员工

的自我效能感、角色认同等，以及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等（陈璐等，2016），进而影响企业的数

字价值创造行为和绩效，因此有必要采取实证的方式探索不同主体跨层次的数字价值创造影

响机制；或者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从内部视角深度解剖企业与顾客、供应商、服务商、合作伙

伴等价值生态圈中的不同主体如何协同互动实现数字价值创造，进一步揭示传统价值创造与

数字价值创造模式的差异。

第二，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下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渠道等的改变对数字价值创造的

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下的数字价值主张、数字价值网络、数字价值渠道等的内涵、

演变和数字价值创造的关系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比如在数据极度丰富和企业内外边界日益

模糊的情境下，企业如何与网络成员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基于数据连接的动态合作网络？企

业如何依据用户需求，跨越边界实时调度外部资源以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如何协调价值网络

的伙伴关系，构建相互信任、依赖、互利共生的价值网络生态系统？（Vial，2019）
第三，进一步关注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伦理问题（Nambisan等，2018；Vial，2019）。尽管

学者们关注到了数字鸿沟、安全和隐私等问题，但是对于如何设计合理的监管机制、伦理机制

避免负面效应还需进一步探索。比如，用户在使用抖音、淘宝、微博等社交媒体时，可能存在个

人安全隐私泄露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公司层面和社会层面。

第四，未来可植入中国数字化转型情境的独特因素，开展本土化和情境化的数字价值创造

研究。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最先开始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但是随着中国提出《中国

制造2025》以及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涌现出诸如海尔、酷特智能、尚品宅配、三一

重工等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如传统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

释数据这种同质化资源为何会创造出异质性价值，海尔的小微组织、酷特智能的扁平化组织等

实践现象均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了解中国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实现持

续的数字价值创造，可以激发对本土组织实践的新见解，促进相关理论的发展（苏勇和段雅婧，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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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ssue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struct development, core dimens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impact effect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and then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fining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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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rough the combined use of data technology, data resources, etc., triggering the value creation of
enterprise design, R&D,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situation, the stakeholders such
as users, suppli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value ecosystem will create value together, so as to help
the enterprise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core competencies or develop new competenc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and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econd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dimension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clude value
proposition, value network, value supply channel, and organizational carrier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ch dimension of value creation,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points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mainly related to
driving factors such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s in user needs and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other constraints. And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business model,
platform strategy, operation model, organizational adaptive change and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from aspects such as
optimizing leaders’ management decisions, enhancing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agility,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reflects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ands the applicable context and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value creation theory, and also deepens the value creation theory in the digital era. Th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igital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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